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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阳墓地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鸣皋镇徐阳
村一带，已系统发掘东周时期墓葬220余座、车马坑9
座。墓葬年代集中于春秋中晚期，考古学与文献证据共
同指向其为春秋时期迁入伊洛地区的陆浑戎遗存。在
先秦时期，权杖头作为一种权力象征物，多为华夏边裔
族群所使用，中原地区发现相对较少。徐阳墓地大型墓
葬17AM10中，新发现一件玉权杖头。该器为探讨陆浑
戎的玉器制度、族群身份及文化归属等关键问题，提供
了全新的实物资料。本文在介绍这件玉权杖头的基础
上，尝试对其所关涉的上述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器物形制与出土背景

该件玉权杖头为青玉质，通体呈深绿色，器表
打磨光亮。扁球形，中部有上下贯通的圆形銎孔。銎
孔以中部圆形台面为界，可分为上、下两部分，两部
分形制与尺寸不同：上部銎孔直径较小，中间略有
收束；下部銎孔直径略大，内有一件由玉芯改制而
成的圆形活动孔塞，孔塞未打磨，中心有一上下贯
通的小銎孔。玉权杖头高 3.0 厘米、最大直径 3.7 厘
米，上孔径1.0厘米、下孔径1.7厘米，孔塞直径1.6厘
米、中心孔径0.7厘米、高1.1厘米。

扁球形权杖头是中国早期权杖头中极具代表
性的一类。它分布广泛，在全国多地均有出土，其出
现时间最早，沿用时间也最长，使用年代自新石器
时代一直延续至战国中晚期。在中原地区出土的权
杖头中，如安阳小屯 M5:86、洛阳北窑 M306:11、岐
山孔头沟M16:03、侯马上马M5218:32等，在形制上
均与这件玉权杖头高度相似。

徐阳墓地玉权杖头的形制亦别具一格，其特殊
性集中体现在銎孔结构上。以往发现的玉权杖头，
其銎孔形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直壁式，上下孔径
一致；二是斜壁式，一端宽一端窄；三是束腰式，两端
孔径相近而中部内收。然而，17AM10出土的这件权
杖头的銎孔却分为上下两部分，孔径与形态均不相
同，且下部銎孔中还保留了一件由玉芯改制的孔塞。

我们认为，这一独特结构很可能源于制作过程
中的二次修正。通常来说，权杖头的銎孔用于安装木
柄，孔径多在1.3厘米以上，而此件器物上部孔径仅约
1厘米，可能无法容纳足够粗实的杖柄。工匠遂在另
一端重新扩孔，形成了上下分段的特殊形态。值得注
意的是，出土时玉芯制成的孔塞仍嵌在孔内，说明这
件权杖头最终并未实际装配使用，而是作为礼仪象征
随葬于墓中。这一特殊形制暗示，制作者对权杖头的
形制与功能已不甚熟悉，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内迁
至中原的陆浑戎群体，在礼器使用与制作传统上，已
与戎人原有文化传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裂。

出土玉权杖头的 17AM10 规格较高，仅次于
15AM2，与同属大型墓葬的15AM6规模相当，墓主可
能为一代陆浑戎国君。可惜墓葬遭盗扰严重，从残存

遗物大致可推断其年代：所出陶壶形制接近于战国早
期的洛阳王城广场XM75:15，但其口沿外侈更甚，最
大腹径位置偏上，年代应早于后者。同出两件铜戈，一
件援锋弧收，援上一穿，长胡三穿，内略上斜；另一件
长援微弧，长胡两穿，胡部带戟刺，内残。这两类铜戈
均属三晋地区战国早期典型形制。结合文献记载的陆
浑戎灭国时间来看，该墓年代应为春秋晚期。如此，这
件玉权杖头便成为中原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晚的一
件。进入东周时期，权杖头在中原已逐渐式微，此件玉
权杖头的出现，很可能与戎人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徐阳墓地礼器系统

权杖头在中国境内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两大区
域：一是西北地区，二是北方长城地带。从其使用人
群来看，权杖头多为华夏边裔族群所持有，可视作
戎人传统礼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先秦时期中原地区的权杖头出土数量十分有
限，材质也颇为多样，涵盖玉石、铜、金、象牙、骨等。
这些器物无一例外均出自高等级墓葬，使用者身份
显赫，包括国君、国君夫人及其他高级贵族。然而，
权杖头在中原并未广泛流行，仅在一定范围内被少
数贵族阶层接纳，并用作彰显权力的象征物，未能
成为普遍性的礼制符号。

中原地区传统的玉礼器包括璧、琮、圭、璋及象征
军事权威的钺、戈、戚等。随着西周以后青铜礼器制度
的定型，此类玉礼器逐渐退出核心礼制舞台，或降格为
身份等级的辅助标识。耐人寻味的是，在徐阳墓地的大
型墓葬中，随葬玉璧、琮、铲、圭等中原文化玉礼器反而
蔚然成风。相比之下，玉权杖头在该墓地中仅属个例。
这一反差显示出，在丧葬及礼仪用玉取向方面，陆浑戎
贵族更大程度地接纳并融入了中原文化的礼制体系。

徐阳墓地中，身份等级的差异在葬器层面上的
表现，仍以周文化体系的礼乐器为核心载体。青铜
礼器以鼎、豆为核心，乐器则以编钟、编磬为主。在
高等级墓葬中，食器、酒器、水器、乐器等器类俱全，
但礼器风格多样，来源颇为复杂，礼器规格也仅相
当于中原诸国卿大夫一级。

值得注意的是，17AM10与15AM3两座大、中型
墓葬中还出土了鼎、豆、壶等仿铜陶礼器。相比之下，

中原地区的高等级贵族墓葬很少使用这类仿铜陶礼
器。或是陆浑戎贵族拥有的青铜礼器数量不足，因而
用仿铜陶礼器来补充；亦或是他们在接受周文化礼仪
的过程中未能细致甄别，而是不加选择地全盘吸收。

徐阳墓地族群身份

目前学界普遍认同徐阳墓地属于春秋中期内
迁中原的陆浑戎族群。那么，在这一族群历经迁徙、
战争与艰难图存的过程中，其固有的西戎文化因素
如何在徐阳墓地中得到呈现？面对中原强势的礼制
环境，陆浑戎贵族是如何对待自身族群的文化传
统？更进一步看，这种态度与策略是否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发生了显著的阶段性变化？

徐阳墓地中的西戎文化因素，在葬俗层面表现
为重车马之风、头蹄殉牲、头向东的仰身直肢葬等；
在器物层面则包括玉权杖头、陶单耳罐、穿孔砺石、
铜鍑、金耳环、鎏金铜牌饰以及各类珠、管等配饰。尽
管这些因素在整个墓地所呈现的多元文化面貌中占
比不大，大多也不居于核心位置。然而，它们自始至终
地持续存在，本身就足以说明，这支内迁中原的陆浑
戎群体，从未彻底褪去其民族身份的底色。

即便这些西戎文化因素在徐阳墓地中已退居
极小比例，它们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始终处于动
态的消解与重组之中。例如，玉权杖头虽被随葬，却
未见实际装配使用的痕迹；两件铜鍑也已彻底沦为
明器，丧失了实用功能。在配饰方面，15AM6尚可见
到戎人风格浓郁的金耳环、鎏金铜牌饰；然而到了
年代更晚的 17AM15，这些异域风情的配饰已被完
全中原化的玉组佩所取代。同样，随葬的车马与头
蹄葬俗也在悄然发生着形式上的蜕变，年代稍早的
15CMK1车马坑中，车马与头蹄摆放井然有序，礼仪
性极为鲜明；而年代稍晚的 15AM6 陪葬车马坑
（14AMK1）中车的排列已相当随意，象征性成分大
大增加，仪式的庄严感明显让位于程式化的敷衍。

综上所述，陆浑戎内迁中原之后，其固有的西戎
文化因素虽已退居边缘，却并未销声匿迹，构成了陆
浑戎群体民族身份的一道底线。然而，这道底线并非
僵化不变。随着时间推移，陆浑戎贵族在面对中原强
势礼制环境时，采取了一种渐进式、选择性的文化调
适策略——他们既未全盘放弃自身的族群底色，也
未固执地抗拒中原文明的渗透，而是在坚守与妥协之
间反复权衡，最终走向了一条“形式趋同、底色犹存”
的融合之路。徐阳墓地不仅是陆浑戎族群迁徙与生存
的历史见证，更是先秦时期华夏边缘族群在文化碰撞
中重塑自我身份的一个缩影。徐阳墓地的考古发现，
为探究春秋时期民族迁徙及互动融合提供了关键实
证，也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
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

（作者单位：洛阳市考古研究院）

在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研
究中，功能研究始终是一个绕不
开的议题。无论是石斧、石锛、石
刀、石镰等器类的命名，还是对
器物形制、年代、分布和演变的
讨论，实际上都或多或少涉及对
其用途和使用方式的判断。值得
进一步强调的是，功能不应只是
分类定名之后的补充说明，或某
一类器物研究中的具体问题，而
应被置于统摄磨制石器研究全
过程的核心位置。

这首先是由工具自身的属
性决定的。功能性是石器作为工
具的核心属性。工具是技术的具
体物化形式，而技术的核心在于
能否有效解决某一问题、实现某
一目的。换言之，工具并非自然
界中天然存在之物，而是人类有
意识地设计、制作并使用的人工
制品，其存在的前提和意义正在
于其能够实现特定功能。石器作
为最早的人工制品类型之一，同
样如此。只有深入“功能”这个核
心，才有可能全面理解工具、人
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一系列互
动的过程和意义。

对于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
而言，功能研究并不只是判断器
物用途的专门问题，而是关系到
分类命名、原料选择、设计制作、
使用维修和废弃埋藏等多个研
究环节的基础问题。其中，分类
命名较为直接地体现功能认识
的重要性。石斧、石锛、石铲、石
刀、石镰、磨盘、磨棒等名称，本
身往往已经隐含了研究者对其用
途和使用方式的理解；而同一类
器物在不同报告或研究中名称不
一，也常常反映出功能判断上的
分歧或不确定性。若功能认识不
清，分类和命名便容易停留在形
态类比的层面，进而造成“以形定名”“以
名定用”的循环。因此，需要在形态观察
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功能阐释，追问器
物如何被设计、制作和使用，以及它如何
参与人类和自然、社会之间的互动。

从广义上说，磨制石器的功能可以
分为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两个基本层
面。物质功能是对人体器官功能的延伸。
石斧、石锛、石凿等工具可以用于砍伐、削
切、加工木材，建造房屋、制作木器和开辟
生活空间；石犁、石铲等工具可以用于翻
土、中耕或除草，参与农业生产过程；石
刀、石镰等工具可以用于收割作物、割取
草料或处理各种植物资源；磨盘、磨棒、石
臼、石杵等工具则与植物加工、粮食脱
壳、磨粉等活动密切相关。这些功能反映
了史前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技术理
性，其核心在于实用、效率与耐久。

除物质功能外，磨制石器还可能承
载审美、信仰、权力和礼制等内涵，这便
是精神功能。诸多考古发现表明，部分磨
制石器并非普通生产工具。它们可能具
有异常规整的形制、超出实用需求的尺
寸、精细的抛光工艺、稀有的材质，常出
现在高等级墓葬、祭祀坑等特殊情境中。
这类器物的实用性可能被弱化，而象征
意义得到加强。石钺便是一个典型案例，
早期石钺与石斧存在形制渊源，而新石
器时代中晚期之后，石钺逐渐成为权力、
身份和礼仪秩序的象征。类似地，一些形
制夸张、加工精致、缺少使用痕迹的石
刀、石铲、石犁等器物，也可能已经超越
日常生产工具的范畴，成为礼仪用器或
身份标识。

需要注意的是，物质功能与精神功
能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许多磨制石器
都可能同时具有实用和象征两个面向，
只是不同器物、不同场景、不同时代中二
者的主次关系不同。当物质功能占据核
心地位时，器物主要表现为生产工具；当
实用性被弱化，象征性被强化时，器物便
可能向礼器、祭器、明器等方向转化。器
物在日常生产、墓葬随葬、祭祀陈设、权
力展示等不同场景中，也可能发生功能
转换。因此，对磨制石器的解释必须结合
具体情境，避免把所有器物都简单归入

“实用工具”或“礼仪用器”之一端，其中
一些身份模糊者，恰恰可能蕴含着更复
杂的文化内涵和更丰富的考古信息。

进一步说，无论是物质功能，还是精
神功能，都可以区分为设计功能和实际
功能。设计功能是器物制作时所预设的
用途，实际功能则是器物在真实使用过
程中承担的用途，二者并不总是完全一
致。工具的制作者与使用者可能并非同
一个或同一群人，一件器物也可能在使
用过程中经历维修、改制或循环利用。因
此，功能研究不能只追问“它原本被设计
用来做什么”，还要追问“它实际上做过
什么”“在什么场合发挥作用”“在生命史
中是否发生过功能转换”。

从生命史角度看，一件磨制石器并
不是静止的标本，而是经历了设计、原料
获取、制作、使用、维修、改制、循环利用、
废弃和埋藏等一系列过程，功能贯穿其
整个生命史。设计阶段预设功能，原料选
择服务功能，制作工艺实现功能，使用过
程检验功能，维修和改制延续或改变功
能，废弃和埋藏则可能终结、转换或重新
赋予功能。只有将磨制石器还原至这一
动态发展脉络中，我们才不会单纯把它
视作孤立的器物门类，而是能够认识到，
它是技术实践、社会结构与精神观念相
互作用下形成的产物。

在器物生命史的诸多环节
中，设计处于起点位置。它本质
上是一个以特定功能需求为导
向的计划过程，涉及对材料的选
择、技术的运用和对生产环境、
社会需求以及文化传统的考量。
设计阶段的核心价值在于将抽
象的功能需求通过技术思维转
化为器物的具象蓝图。设计过程
可以是有意识、系统性的，也可
以是潜意识、经验性的，抑或是
二者的动态叠加。器物的形制是
设计经过制作后呈现出的具象
化结果，器物的预设功能是设计
过程的轴心原则。对设计过程的
理解，有助于从源头上更深入地
理解古人的技术逻辑与思维运
作。前文提到的物质功能和精神
功能，也分别对应于实用型设计
和象征型设计。

实用型设计是以物质实用
功能为核心，以满足生产需求为
目标的设计。它是技术理性驱动
下的产物，其本质是通过工具的
物理适配性实现对自然环境的
有效干预，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
根本要求。实用型设计逻辑通常
围绕四个维度展开：一是提升效
率，通过形制设计与优化来提升
工具在生产活动中的效能表现；
二是便利操作，使工具形制符合
力学和人体工学原理以保证操
作的便利性和舒适性；三是延长
使用寿命，倾向选择性能好且耐
久性强的原料（如变质岩）；四是
优化成本，注重工具的经济性，
遵循最小能耗原则，减少不必要
的制作成本投入。这四者并非孤
立存在，而是通过动态交互形成
一个有机的整体，实用型设计便
是四者动态平衡的结果。

象征型设计以工具所承载
的精神文化象征意义为核心，弱化其物
质实用功能，强调通过器物传递观念、信
仰、权力或社会等级等抽象价值。它是价
值理性驱动下的产物，遵循“形式表达意
义”的原则，通过物质实体的符号化，使
其成为社会信仰体系与权力结构的一部
分。象征型设计逻辑也围绕四个维度展
开：一是材质稀有性，以稀有材料来赋予
器物特殊的象征意义，如非常规的大尺
寸石料或玉料；二是形制特殊化，通过造
型异化（结构复杂化、尺寸增大）或在实
用器原型上叠加神圣元素（如介字冠“神
徽”），构建“世俗/实用—神圣/象征”的视
觉区隔；三是工艺精细化，通过超实用需
求的工艺投入彰显资源和技术调配能
力；四是使用情境控制，使器物与墓葬、
祭祀坑等特定仪式性场景相联系。一件
器物如果在上述一个或多个维度中表现
出明显特殊性，便提示其可能具有象征
型设计倾向，但仍需结合其他因素加以
综合判断。

换言之，无论是判断器物的物质功
能，还是精神功能，都不能仅凭单一特征
得出结论。对于一件磨制石器而言，原
料、形制、工艺、使用痕迹、残留物和出土
情境等因素，都可能从不同层面指向其
功能属性。原料决定了器物的物质基础，
不同岩性在硬度、韧性、耐磨性和可加工
性方面存在差异，往往与工具的预设用
途有关。形制体现了工具的设计思路，刃
部角度、器身厚薄、穿孔位置、握持方式
和装柄可能性，都会影响其具体操作方
式。工艺则反映制作者在成本、效率、耐
用性和象征表达之间的取舍，是设计意
图的物化过程。使用痕迹和残留物能够
提供更直接的功能证据，如片疤、磨圆、
线状痕、光泽以及淀粉粒、植硅体等植物
微体化石或有机残留物等。出土情境同
样不可忽视，同一类器物出自居址、灰
坑、作坊、墓葬或祭祀遗存，其功能解释
可能存在明显差异。

因此，磨制石器功能研究应建立多
要素综合判断路径：以类型—技术分析
观察器物形制和制作工艺，以原料分析
了解石料性能与选择偏好，以实验考古
建立不同行为所产生痕迹的参照体系，
以微痕分析和残留物分析检验器物实际
使用情况，再结合民族志类比、力学分
析、人体工学分析和考古情境分析，对器
物功能进行综合解读。只有将上述证据
结合起来考察，才能避免单纯依靠形态
类比可能带来的误判。

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的发展与定居
生活、农业起源、手工业生产和社会复杂
化密切相关。作为生产工具，它们参与了
木材加工、聚落营建、土地开发、作物收
获和食物处理等一系列实践活动，反映
了史前人类适应环境、获取资源和组织
生产的技术能力。当这些器物被纳入墓
葬、祭祀和其他仪式场景中时，其意义便
可能超越日常生产层面，成为资源控制、
群体身份、丰产祈愿和政治权威的象征
媒介。

磨制石器研究的意义并不止于说明
某件器物“是什么”或“有何用途”，更在
于通过功能阐释理解史前社会如何利用工
具改造自然、组织生产、分配资源、表达信
仰和建构秩序。功能研究把器物形制、原料
选择、制作工艺、使用行为、埋藏情境和社
会文化意义联结起来，使看似朴素的石器
成为观察古代社会技术实践、观念表达
与历史变迁的重要窗口。

（作者单位：浙大城市学院艺术与考
古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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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崖文化核心地理格局的考古学观察
常雅楠

伊川徐阳墓地出土玉权杖头初论
刘文豪 吴业恒

2023年5月，陕西清涧寨沟遗址考古成果公布，
使学界进一步审视李家崖文化的区域分布状况。李
家崖文化的核心分布区域及中心都邑的问题，以往
学者虽曾有所涉及，但论述尚不够深入，也未能充
分整合陕晋两地李家崖文化资料，对相关问题作综
合研究。本文立足于新公布的考古材料及既往材
料，结合青铜器分布特征与聚落遗址，尝试厘清该
文化的核心分布区域，并探讨其中心都邑问题。

青铜器与核心区域的判定

李家崖文化是跨越黄河的文化共同体。讨论李
家崖文化的核心区域，首先需要回答的是李家崖文化
是否跨越黄河分布至山西境内。南流黄河两岸均为黄
土高原地貌，地貌和气候环境基本相同，就现今情况
而言，陕北与晋西在自然环境和地域文化方面差异亦
不明显。虽然陕晋两岸被黄河分开，但并不能阻隔两
岸的往来联系，尤其在枯水期，跨越黄河相对较易。相
同的自然环境为同一文化的存在与发展提供条件，而
黄河并不能成为其间的阻碍。出土器物也表明李家崖
文化的分布跨越黄河两岸。李家崖文化中的敞口深腹
陶簋与清涧张家坬、石楼桃花庄出土的直线纹青铜簋
相似。刘建宇《陕北地区出土商周时期青铜器的科学
分析研究》指出“在元素成分和铅同位素比值的分析
结果上，晋西北商代晚期铜器与陕北商代晚期铜器表
现出基本一致的特征。”因此，商代南流黄河两岸的陕
晋高原应同属李家崖文化分布范围。

李家崖文化青铜器的分布与特征表明，陕西的
清涧、绥德、延川及山西的石楼、永和等县，是该文
化的核心分布地域。自 20世纪 30年代以来，南流黄
河两岸的陕晋高原多次出土李家崖文化青铜器，根
据表 1统计，主要的出土地点有陕西清涧 6处、绥德
7处、延川4处、子长1处、山西石楼15处、永和6处。

从表 1可以看出，李家崖文化铜器出土地点主
要集中在陕西清涧、绥德、延川，山西石楼、永和等
县。从安阳殷墟和西周周原的情况来看，李家崖文
化青铜器集中分布的区域，应为该文化的核心区
域，即陕西清涧、绥德、延川，山西石楼、永和等县。

从文化特点看，李家崖文化青铜器可分为殷商
式、混合式和地方式。《试论陕晋北部黄河两岸地区出
土的商代青铜器及有关问题》认为石楼—绥德类型青
铜文化中带族徽的铜器是战争掳获物，其族群长时间
以来与商王朝处于敌对状态。笔者以为李家崖文化殷
商式铜器可能经由馈赠、贸易等途径传入，而非来自
战争。李家崖文化的铜器年代从殷墟二期到殷墟四
期，约在商王武丁至帝辛时期，以李家崖文化先民的
族群实力而言，不可能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从商人手
中持续不断地掠夺如此多的铜器，而混合式铜器也体
现出先民接受了商文化礼制体系，并进行模仿和改
造。同时，山西境内出土铜器的商代墓葬，以鼎、觚、
爵、斝、卣、瓿较多，且以觚、爵或觚、爵、斝的组合较为
常见，这些墓葬铜礼器组合所反映的礼制基本属于商
礼系统。殷墟式铜器如果是从商人手中掠夺来的，李
家崖文化先民也未必会将其视为珍宝，并作为随葬品

埋入墓葬。因此，李家崖文化殷商式青铜器可能通过
和平途径传入，反映了其与殷商文化的密切关系。青
铜礼器是权力和管控方式的表达，其作为统治符号在
维系社会秩序上扮演重要角色。商人可能通过青铜器
的交流，对李家崖文化先民施加政治与文化影响，其
赏赐青铜器的对象应该是李家崖文化的贵族阶层。李
家崖文化青铜器大多出自墓葬，少数可能出自窖藏。
这进一步说明了该文化铜器分布的密集区域，即清
涧、绥德、石楼和永和等县，应是其先民贵族阶层的居
住区域，为该文化的核心分布区域。

李家崖文化遗址的分布情况，也证明了清涧、绥
德、石楼、隰县和永和等县是李家崖文化的核心区域。
曹大志《李家崖文化遗址的调查及相关问题》指出在
以往的文物普查资料里，李家崖文化的遗址有 303
个，其中陕西境内196个，山西境内107个。从表2中
可以看出李家崖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绥德、清涧、石
楼、隰县、永和等县，共175处，约占总数的58%。这与
表1所示李家崖文化铜器出土地点的分布格局基本
吻合。李家崖文化遗址的分布格局与该地区商代青铜
器的分布格局大体一致。所以，绥德、清涧、石楼、隰
县、永和等县，应该是李家崖文化分布的核心区域。

聚落遗址与中心都邑的确定

前文确定了李家崖文化的核心区域，那么该文
化的中心都邑便应在这一范围内寻找。从考古学方
法论看，聚落群的等级分层状况，包括面积规模、数
量密度及功能配置等，是判定族群中心都邑的重要
依据。从聚落遗址看，本文以为陕西清涧可能是李
家崖文化中心都邑所在地。

清涧的李家崖文化遗址有李家崖古城址、辛庄遗
址、寨沟遗址等。李家崖古城址东侧为坡地，西、南、北三
面均为陡壁峭崖，并有河水环绕，古城是先民因地就势
修筑而成的。李家崖古城尚未发现大中型墓葬，也未发
现居址，仅发现祭祀房址和一些随葬品贫乏的小型墓
葬。古城的军事性质明显，应该是一座防御性军事要塞。
辛庄遗址建筑群有大型礼仪性建筑、中型礼仪性建筑和
小型居住建筑。辛庄遗址建筑构思缜密、设计精巧，其建
筑规模与规格较为突出，其中可见若干中原地区王都建
筑要素，其应为高等级人群祭祀、居住的场所。辛庄遗址
还发现有铸造青铜容器的陶范、陶模、芯等铸铜遗存。种
建荣在采访中曾指出：“此次陶范等铸铜遗存的发现，证
明了陕北以往发现的大量晚商青铜器部分是本地造，以
及部分和殷墟一样的铜礼器也是本地造。”寨沟遗址发
现有大面积夯土建筑、大型墓葬、小型墓地、铸铜遗存、
灰坑等不同功能遗迹，以及9处高
等级贵族墓地，包括3处共7座“甲”
字形墓葬。寨沟遗址后刘家塔大型
墓地出土的铜车马器、玉器、骨器等
与殷墟高等级墓葬所出同类器物相
同或相近，显示出浓厚的殷墟高等
级用器特征。曹大志调查发现，陕西
清涧寨沟和沟口均有大规模的遗址
或遗址群，覆盖范围分别为1平方

千米和2平方千米。其他经过科学发掘的李家崖文化聚
落遗址还有绥德薛家渠遗址和柳林高红遗址等，根据遗
址规模和出土器物判断，二者应属于李家崖文化的一般
聚落遗址。就目前考古发现而言，在李家崖文化分布区
内，尚未发现其他地区的遗址群在数量和等级上能够与
清涧地区相比。

陕西清涧发现有李家崖文化的军事防御要塞、
大型建筑遗址、铸铜遗存、“甲”字形高等级大墓和大
规模遗址群，构成功能互补的聚落集群。就同时期遗
址类型和等级而言，南流黄河两岸陕晋高原其他地方
无法与清涧比肩，甚至在整个西北地区，目前也尚未
发现同等级的方国遗址。所以，清涧应当是李家崖文
化中心都邑所在地，即其政治、文化和军事中心。

余论

李家崖文化是商周时期分布于陕晋黄土高原的
一支青铜文化，其背后可能对应某一方国政治实体。据
现有考古资料，该文化的核心区域包括清涧、绥德、石
楼、隰县和永和等县。清涧集中发现了李家崖文化高等
级贵族墓葬、大型建筑基址以及青铜器铸造作坊等，清
涧可能是其高等级贵族集团的聚集地，并为该方国政
权的中心都邑。从李家崖文化的核心区域与中心都邑
的情况观察，其社会结构应与中原商王朝的政权组织
结构相似，可能呈现出由中心都邑统摄四方的政权架
构，反映出其社会等级秩序受到商王朝礼制规范的影
响。李家崖文化与殷商文化关系密切，现基本为学界所
认可，其社会结构与殷商相似，亦在情理之中。

至于李家崖文化分布的四至范围，其北界可能
在米脂、佳县以及黄河东岸的柳林一带，西界可能
在吴起、安塞一带。向南看李家崖文化可能在商代
晚期已到达关中北缘，并可能对周人迁徙至岐山产
生影响。李家崖先民后期主要向西南进行扩展，据
有北洛河中上游地区。其东部与灵石一带的商文化
相邻，李家崖文化主要沿黄河两岸分布。这可能是
李家崖文化的大致分布范围，当然不同时期其文化
的边界有伸缩，而其先民似乎一直致力于向西南拓
展，这可能是由其先民与周人的敌对关系所致。在
黄河东岸李家崖文化先民向东向南扩张不明显，这
也从侧面说明其与商王朝关系较为密切。

［本文为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专项项目“商周时
期羌人与周人交融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5JK0282）和
榆林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李家崖文化与鬼方族
群史事新研”（项目编号：XJ2025001403）的阶段性成
果 作者单位：榆林大学法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省份

县市

数量

陕西

清涧

6

绥德

7

延川

4

延长

2

子洲

1

子长

1

甘泉

3

淳化

2

山西

石楼

15

永和

6

隰县

1

吉县

1

柳林

1

保德

1

表1 陕晋南流黄河两岸李家崖文化铜器出土地点数量统计

表2 以往调查发现的李家崖文化遗址数量统计表

山
西

县市

数量

石楼

22

隰县

20

永和

18

蒲县

14

柳林

12

临县

5

中阳

5

离石

4

大宁

3

兴县

2

岚县

1

方山

1

陕西
县市

数量

绥德

72

清涧

43

子洲

16

宜川

13

延安

11

延长

11

延川

9

子长

6

吴堡

5

米脂

2

黄龙

2

洛川

2

佳县

2

神木

2


